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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正向心理資源的角度切入，探究符合高齡發展且具可塑性的「感恩」與高齡者主觀幸福

感之關聯，並探究其間的中介機制。研究假設：在控制一些隨著老化而改變的生活狀況變項（生

病次數、運動情形）後，高齡者的感恩性情對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正/負向情緒）仍有顯著正

向效果，此效果係透過情緒面的感恩情緒與認知面的生命回憶之中介。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搜

集到 355 名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資料。透過結構方程式模型的檢驗，在控制年齡、性別、生病次

數、運動變項的效果之下，路徑模式的結果顯示：（1）感恩性情對感恩情緒與正向生命回憶有正

向助益；（2）感恩情緒會增加正向情緒，但也會帶來負向情緒；（3）正向生命回憶會增加生活滿

意與正向情緒，也會減少負向情緒；（4）感恩情緒可中介感恩性情對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之效果；

（5）正向生命回憶可中介感恩性情對生活滿意、正向情緒、及負向情緒之效果。總結來說，感

恩性情可透過認知面的生命回憶與情緒面的感恩情緒兩個不同的中介機制來影響主觀幸福感三

成分，其中，又以生命回憶具有較大的正面效果。比起生命回憶，感恩情緒不但效果較弱，甚至

可能帶來負向情緒。因此，比起感恩情緒，生命回憶似乎更是高齡者幸福感的重要機制。最後，

本文也提出本研究的限制、未來的研究方向，及提升高齡者幸福感的可行方案，希冀這些方案，

能拋磚引玉，讓更多心理學者能對台灣的高齡社會做出更實質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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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正式邁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高齡人口佔

總人口的 14%）（內政部，2018），亦即約七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是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這意味

著台灣又更老了一些，高齡人口不再是少數族群，加上少子化影響，年輕人與成人的扶老負擔加

重。可想而知，台灣民眾不管目前或未來都必須面對因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的社會問題與個人問題。

台灣已在高齡社會的風暴圈中，面臨極為嚴峻的考驗，急需各領域專家投入研究。 
雖然老化是人生必經歷程，但老年人要面對許多的失落與限制，都將使得老年生活更不易，

例如：身心功能衰退、配偶的死亡等，還要面對生命大限的到來。因此，如何讓高齡者「正向老

化」，成為許多學者共同關心的議題。在老人研究領域，心理學家可以從什麼角度切入呢？評估正

向老化的核心指標之一，就是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Lu, 2017），這個指標跳脫

以「避免疾病與失能」的生理指標，提出以主觀的心理指標評估高齡者的生活與心理品質。因此，

本研究以主觀幸福感作為評估高齡者「正向老化」的結果變項。另外，正向心理學研究顯示，感

恩是幸福感的重要來源（Emmons & McCullough, 2003; Lin & Yeh, 2014），且對高齡者而言，從心

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與高齡者發展特性的角度，「感恩」是一種具有高齡發展且具可塑

性的心理資本成分，以感恩切入正向老化，具有相當高的應用潛力。因此本研究將以感恩性情作

為預測變項。   
具體而言，本研究從正向心理資源的角度切入，探究符合高齡發展且具可塑性的「感恩」與

高齡者主觀幸福感之關聯，並探究其間的中介機制。為了凸顯心理學家對高齡者幸福感可以致力

的貢獻，本研究控制一些隨著老化而改變的生活狀況變項（生病次數、運動情形）後，檢證高齡

者的感恩性情對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正／負向情緒）仍有效果，以凸顯相較於身體健康層面

（生病次數、運動情形），符合高齡發展且具可塑性的心理層面「感恩」因子與高齡者主觀幸福感

有關。若能達成此目標，未來將可以此為基礎，成功地設計相關的短期介入方案，來提升高齡者

的幸福感，協助高齡者邁向正向老化之境界。 

一、正向老化與幸福感 

隨著世界各國在 1980 年代陸續邁入高齡社會，眾多高齡人口讓各領域的學者重新省思該如何

看待老年時期的可能性，諸多正向老化（相反於過去認為老化是一種負向、消極的狀態與處境，

無論在個體或社會層面）的相關概念被提出，正反映此風潮，如，「健康老化」（healthy ageing）

（Berkman et al., 1993）、「成功老化」（successful aging）（Jagger, 2006）、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WHO, 2002）等，不同領域的學者、機構會著重在不同的地方，此外，也會有或廣或窄的視角。

而提出成功老化歷程的 Baltes 與 Baltes（1990）即主張：高齡者可透過自身或社會建制的選擇

（selection）與補償（compensation）讓自己處在適應良好的老化狀態中（最佳化，optimization）。 
台灣也受正向心理學風潮的影響，加上急迫的高齡化問題，及戰後嬰兒潮世代已陸續進入老

年期，醞釀出不少正向老化的研究（吳治勳，2010；陳佳雯等人，2013；陳麗光，2017；Hsu et al., 
2018; Hsu, et al., 2010），其中不乏以幸福感做為正向老化指標（李新民，2016；陳淑敏等人，2018；

陳貽照，2017；陸洛、高旭繁，2016；劉懿儀、朱芬郁，2018；Lu, 2017）。這些研究或多或少有

著解決台灣高齡化社會危機的企圖。正向老化觀點的倡議與落實，或許提供解決高齡問題的新（心）

路徑，心理學家可透過探究高齡者的適應潛力，並協助運用與開發這些潛力，讓他們老化得更正

向。 
正向／成功老化係以多重指標定義（如 Novak, 1985; Rowe & Kahn, 1987, 1997, 1998），從心理

學的觀點來看，心理學雖強調身心間的互動關係，但其也預設了身體功能的正常運作提供了心理

狀態的展現與感知，因之就心理學來看這些正向老化的指標有其先後順序，「合理的身體健康」、「疾

病或失能的低風險」、「心智與身體的高功能」及「擁有維持基本生活的經濟來源」屬基本生存條

件，而「良好的自我評價」、「稍微有活力和發現個人生命意義」、「對老年生活的積極承諾」則展

現高階需求，而高階需求的滿足與體現更是心理學重視的關鍵指標。然而心理學如何彰顯正向老

化的意涵？本研究採陸洛（Lu, 2017）的觀點，認為應強調老年個體「主觀」經驗到自己所處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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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陸洛、高旭繁，2016），此種主張亦反映在 Hung 等人（2010）比較學術觀點（academic views）

與俗民觀點（lay views）對老化內涵想法的差異中，俗民觀點中更強調幸福感的各項的成分（如生

活滿意、快樂等）。這也反映在有許多學者主張幸福感可作為成功老化的指標（如，Baltes & Baltes, 
1990; Freund & Riediger, 2003; Kahn & Juster, 2002），或將「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納入其中（Lu, 2017）。 

雖然幸福感並非成功（正向）老化的充分指標（Freund & Riediger, 2003），但卻是一個必要指

標，因為定義成功老化的一些重要特徵（如，身體健康、經濟狀況、自尊、積極投入生活）與幸

福感都有關（如，Die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9），所以幸福感應能涵蓋上述多層面且異質的指標，

也具精簡性及方便性。因此，本研究以主觀幸福感作為正向老化的指標。主觀幸福感源自享樂主

義（hedonism）的取向（Ryan & Deci, 2001），非常強調個體的經驗感受，是個體對生活狀態的體

驗與感覺。其包含認知與情緒兩部分（Die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9），認知性幸福感即生活滿意，

是對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與實際達成目標間差距的評定，當兩者越接近時，個體對自己整體的生

活就越滿意。情緒性幸福感是在生活中總體感受到的情緒狀態（即有更多正向情緒、更少負向情

緒）。除評定內涵的認知與情緒差異外，尚有評定時距長短的不同，生活滿意的評價是對生活狀況

較長時間的評判式評量（judgement），而正、負向情緒的評量則是較短時間內，對生活中正、負向

經驗的立即性反映。因之，主觀幸福感的三成分（生活滿意、正向與負向情緒）能全面周全反映

個體對生活狀態的經驗與感受。雖然三成分彼此間都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楊朝鈞、簡晉龍，2019；

簡晉龍等人，2009），但其間仍有不錯的的區隔，因此本研究將它們視為獨立的成分，對其分開探

討與分析（如，陳貽照，2012；Schimmack, 2008; Lucas et al., 1996），此種作法的另一個好處是能

更細緻了解影響各成分的機制，更有助於未來的實務運用。 

二、感恩做為一種可塑心理資本的潛在成分 

正向心理學家已提出許多優勢或正向特徵（質），可作為提升幸福感的心理因子，但這些心理

特徵常是穩定、不易改變，未必是有效促進正向老化（幸福感）的好媒介。如何找到適合提升高

齡者幸福感之「具可塑性」的心理特徵？援引正向組織行為學（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簡

稱 POB）之觀點，在超競爭（hypercompetitive）時代，員工擁有的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
簡稱 PsyCap）是組織新一波的競爭力來源，也就是組織可透過短期介入或訓練來快速提升員工心

理資本，使他們為公司創造更好的績效，讓組織在競爭中勝出。對此，POB 以一些標準來界定哪

些心理特徵可作為心理資本的成分，包括：厚實的理論與研究基礎、具「類狀態」特性（state-like）、

能有效測量、及能對工作績效產生影響（Luthans, 2002a, 2002b）。從組織強調實用、效率與效益的

角度來看，上述的標準不言而喻，然而身心處境不佳、資源與生命相對有限的高齡者，在面對老

化帶來的巨大挑戰時，能有效因應其正向老化的方法，也應具備上述特性，方能奏效。 
在上述標準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類狀態」特性。Luthans 等人（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 

Luthans, Youssef et al., 2007）從「測量的穩定性」及「改變與開發的開放性」（即可塑性）兩個方

面，將「狀態」與「特質」的概念，在連續向度上劃分成四類，包括：狀態（state）、類狀態（state-like）、

類特質（trait-like）、特質（trait）。區隔出「類狀態」揭示了：僅在某些「特性」上，人具有能動

性與可為性，能在短期內朝向正向的方向成長，此也意味著心理學家透過短期的引導與訓練，可

有效地增加個體的某些心理資源（註：心理資本是一個高階的構念，是由多個具可塑性的成分組

成，這些成分在本文中稱為心理資源），來提升個體的福祉。 
Luthans（2002a, 2002b）所提的心理資本成分的「標準」，是針對組織績效而言，若將其觀點

應用於高齡者之正向老化（幸福感），只需將其中的能影響工作績效之標準更替為能影響正向老化

（幸福感）即可。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加入「符合高齡時期的發展特性」的判準，也就是能作為

促使高齡者正向老化的心理資源需要具有可觸及性（availability），必須是高齡者常經驗或使用的

心理狀態，才能達事半功倍的效果（陳貽照，2017）。研究者認為「感恩」能符合上述的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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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研究領域將感恩視為情緒狀態（Tesser et al., 1968; Ortony et al., 1988; Weiner, 1985，參

考 Emmons & McCullough, 2003），也視為情感特質（性情）（McCullough et al., 2002），因此感恩

具雙重屬性。根據 Rosenberg（1998）對人類情感經驗層次結構分析，情感特質、心情與情緒依序

形成階層結構，層次較高者（感恩性情）對其下的情感經驗（如，感恩情緒）有較為優勢的「強」

影響，反之則較弱。McCullough 等人（2004）證實感恩此種情感經驗符合上述特性。另外，Davis
等人（2016）的回顧顯示：感恩介入（感恩練習）方案（類似重新經歷感恩事件）可提升感恩性

情，這些實證資料符合 Luthans（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 Luthans, Youssef et al., 2007）所主張的

「類狀態」的標準。而 Luthans、Youssef 等人（2007）也認為，感恩是未來組織中可繼續強調與

發展的心理資源，特別說明，將感恩視為心理資本的可能潛在候選成分，但是否能真正成為則需

進一步進行實徵研究。除了具可塑性外，感恩也符合「高齡時期的發展特性」， Chopik 等人（2019）

研究顯示：相較於中年人與年輕人，老年人有較高的感恩性情，且感恩是老人生活常經驗到的情

緒與狀態（Chipperfield et al., 2003; Kern et al., 2014），具有可觸及性。 

三、「感恩情緒」對感恩性情與幸福感之中介 

（一）感恩性情與幸福感 
過去研究顯示感恩性情與快樂有中等程度的正相關、與長期的正向情緒有中、低度的正相關，

而與長期的負向情緒關係則較低（McCullough et al., 2002; Fron et al., 2011）。另外，感恩性情與生

活滿意有中等的正相關（McCullough et al., 2002; Watkins et al., 2003）。Park 等人（2004）研究 24
種長處（strength）與幸福感的關係，發現感恩與生活滿意的關連強度在所有長處中排第三。Watkins
（2004）則發現，感恩性情與生活滿意的關係甚至比神經質、情緒穩定、社會性（sociability）等

還強。另外，在控制五大人格特質後，感恩性情還能再對生活滿意提供預測效力（Wood et al., 
2008）。綜言之，感恩性情對幸福感有相當穩定的預測效果。那麼，感恩性情是透過怎樣的機制影

響幸福感？ 
（二）感恩性情與感恩情緒 

感恩性情愈高，個體經驗的感恩情緒也愈多。McCullough 等人（2002）認為感恩性情即是一

種感恩的傾向，它驅使個體以感恩情緒，如感激（grateful）、感謝（thankful）、珍惜（appreciative）

等來辨認與回應他人給予自己的恩惠。具高感恩性情的個體，其經驗感恩情緒的閾值較低，致使

其所經驗的感恩情緒的強度（intensity）較強、頻率（frequency）較高、感恩的範圍（span）較廣、

所感恩的人數也較多（密度／density）（McCullough et al., 2002）。簡言之，感恩性情對感恩情緒有

正面的作用。 
（三）感恩情緒與幸福感 

感恩情緒與各幸福感成分之關係為何？研究發現感恩情緒與正向情緒有密切且一致的正向關

聯，與負向情緒的關係則較不一致。這是由於感恩情緒影響幸福感的機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種

是透過正向情緒線索，另一種則是感恩情緒與其他情緒的連動效應，尤其是在正向情緒上。Schwarz
與 Clore（1983）顯示，情緒可作為個體評斷事物好壞的線索，個體當下被引發的正、負向情緒是

一種訊息，它會影響個體對自己的情緒狀態或生活滿意的判斷。感恩情緒是一正向情緒，因此個

體可能會以其所經歷感恩情緒多寡作為判斷其經歷正向情緒頻率的線索，據之會評估自己有較多

的正向情緒，較少的負向情緒，較高的生活滿意。若感恩性情的高低會引發不等的感恩情緒感受，

而感恩情緒感受的頻率與強度又可作為幸福感評定的依據，自然感恩情緒就具有了中介感恩性情

對幸福感的作用。 
另外，依據 Russell（1980）及 Barrett 與 Russell（1998）的環複模型（circumplex model），感

恩情緒與其他情緒應可產生連動效應。Russell 及 Barrett 與 Russell 以「價性」（valance，情緒的愉

悅程度，即正、負向情形）的水平軸，及激發狀態（arousal/activation，情緒經驗的強度）的垂直

軸，所形成的環形來標定各種短暫情緒經驗的位置，因此感恩情緒與其他情緒的連動情形，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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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他情緒在環複模型中相對於感恩情緒的位置（即兩者間的夾角位置）而定。一般來說，感恩

情緒會與其他正向情緒連動，產生促進的效應，而會對負向情緒產生抑制的效應。 
感恩基本上是一種正向價性的情緒（如，Lazarus & Lazarus, 1994; Mayer et al.,1991; Ortony et 

al.,1988; Weiner, 1985），且是中等激發的情緒。研究顯示感恩這種愉悅的情緒狀態常與其他的正向

情緒連結，包括滿足（Walker & Pitts, 1998）、快樂、希望、鼓舞等（Froh, Yurkewicz et al., 2009; 
Overwalle et al., 1995）。Froh、Kashdan 等人（2009）發現：感恩情緒與高激發的正向情緒有中度

正相關、但與高激發的負向情緒無關。此外，在度量化（scaling）的研究中，感恩這一詞落在愉悅

及中度激發的因素上（Mayer et al., 1991; Reisenzein, 1994）。在情緒詞彙分類（taxonomy）的實徵

研究上，感恩群聚在一個正向、具人際感受的情緒上，包含讚美（admiration）、尊敬（respect）、

信賴（trust）等（Storm & Storm, 1987）。在情緒相似性的判斷上，感激（thankfulness）與高興（joy）、

滿足（contentment）有高度的相似性，而與競爭（contempt）、仇恨（hate）、嫉妒（jealousy）有高

度的不相似性（Schimmack & Reisenzein, 1997）。綜合上述研究，感恩情緒確實與正向情緒有相當

一致的正向關聯（符合環複模型的推測），但與負向情緒的關係則較不一致（不符合環複模型的推

測）。陳貽照（2017）曾以情緒在環複模型中相對位置來解釋感恩情緒與正負向情緒間的連動關係，

其透過讓高齡者重新回憶經驗感受感恩情緒，發現：感恩情緒較易連動觸發正向情緒，較無法連

動抑制負向情緒，但前提為個體充分感受經驗感恩情緒時，上述結果才會產生。關於感恩情緒與

正負向的關係，在總結與討論部分會再詳述。 
總結上述，若感恩性情的高低會引發不等的感恩情緒，而感恩情緒又能連動其他的情緒或作

為判斷線索，自然感恩情緒就可能具有中介感恩性情對幸福感的作用（見圖 1）。進一步研究者認

為感恩情緒應對情緒性幸福感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尤其是在正向情緒的部分，然而在負向情緒的

部分，則因過去實證資料無一致結果，較難論斷。而感恩情緒對認知性幸福感（生活滿意）的影

響則須透過較間接的情緒線索機制來完成，因此感恩情緒對幸福感三成分的中介效果應有所差

異，對正向情緒應有最穩定的中介效果。 

四、「正向生命回憶」對感恩性情與幸福感之中介 

（一）高齡者生命回憶之重要性 
感恩性情對幸福感的影響，除了透過情緒面的感恩情緒中介外，認知面的生命回憶也是一個

可能的中介機制。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證實人類的記憶具有建構特性，並非外界真實的映照，具有

相當的可改變性、可重塑性，因此，個體可透過回憶的歷程，不斷地重塑過去記憶內容及記憶狀

態，來改善自己的幸福狀態（Yen & Lin, 2018）。過去研究（Kennedy et al., 2004）顯示：高齡者對

過去人生的記憶具有自發性的正向調節效應，此使得過去曾發生的負向經歷，到老年時，會變得

不那麼負向，此也意味著高齡者對儲存在腦中的各種生命記憶仍有相當多轉化的可能性。 
從 Erikson（1963）提出老年生命階段任務（統整 vs.絕望）的主張後，生命回憶（life reminiscence，

其原詞彙為 life review，本研究所涉的處理層次未達人生回顧的層次，因之以生命回憶此詞彙較為

恰當）在心理學老年時期的研究中就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便後來發現生命回憶的出現與作用

可能橫跨一生，然從學理來看生命回憶仍在老年時期扮演重要、特殊的角色（Butler, 1963），已廣

泛運用在老年諮商與治療上，且有不錯的成效（Bohlmeijer et al., 2003; Pinquart & Forstmeier, 2012）。 
（二）生命回憶與幸福感 

Bluck 與 Levine（1998）曾建議從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 Memory，簡稱 AM）的角度來

揭露老年生命回憶治療有效的原因，此建議有助於串聯學理與實務運用。AM 具組織結構性與階層

性（Conway, 1992, 1996; 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 Conway & Rubin, 1993），它常以生命時期

的語意結構來構組。AM 中的多數生命事件具有情緒色彩（正、負價性），而這些情緒事件在 AM
中的多寡與密度呈現出符合生命劇本（life script）理論所描述該有的年齡分佈情形；也就是個人的

生命歷程常依照社會文化規劃好的常規性期待程序走，個人在從事這些事件當下的情緒感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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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快樂的情緒）便與事件共同存在 AM 中（Berntsen & Rubin, 2002），成為將來人生回憶的資料

內容。 
在生命回憶提取時，按照回憶時的處理層次，可分為三大類：（1）低階處理：僅在意識上重

新經歷過往的事件，並不做進一步的處理，一般來說經常回憶正向事件，對個體應會產生正向效

果，反之，經常回憶負向事件就會有負向結果，因此回憶事件的正負向比例會影響幸福感；（2）

高階處理：除提取事件外，對過去事件的回憶會產生沈浸（endowment）和對比（contrast）兩種效

果（Liberman et al., 2009）。當個體對過去事件進行回憶時，似乎會回到當時的情緒，濡浸其中，

故回憶正向的事件能提升個體正向情緒、抑制負向情緒，稱為正向沈浸（positive endowment）；反

之，回憶負向事件則會抑制正向情緒、引發負向情緒，稱為負向沈浸（negative endowment）。另外，

當個體回想過去正、負向事件時，會與目前的生活或情緒狀況產生對比，當個體回憶過去的正向

事件，並以之對照目前的狀況，反而會降低正向情緒、提升負向情緒，稱為負向對比（negative 
contrast）；反之，當個體回憶過去的負向事件，以之對照目前的狀況，反而提升正向情緒、抑制負

向情緒，稱為正向對比（positive contrast）。Liberman 等人的研究顯示：快樂的人較會出現正向沈

浸、較不會出現負向沈浸及負向對比的回憶形式；（3）整合性處理：除上述兩種處理外，個體也

會對過往龐雜的正、負向事件進行梳理，包括：重新排列、歸類、比對等（Staudinger, 2001），進

而產生更高層次的詮釋及統整。其中在面對過去的負向事件時，個體若能重新分析、解釋這些事

件，並賦予新的正向意義，個體便能釋懷，轉化出正面的作用。從記憶建構及 AM 的視角來看，

高齡者過去累積的豐富人生經驗，是非常珍貴的資產，透過不同型態生命回憶的處理方式，將會

影響高齡者的幸福感。整體而言，生命回憶愈是正向，幸福感也愈高。 
（三）感恩性情與正向生命回憶 

如前述已知感恩性情與幸福感有關，生命回憶形式也與幸福感有關，接著需推論感恩性情與

正向生命回憶形式間的關連。Watkins 等人一系列的研究證實感恩與回憶形式間的關係。首先，

Watkins 等人（2004）發現：在限定時間的情形下，高感恩性情的人對過往回憶有較多正向事件的

回憶、較少的負向事件的回憶，會有正向記憶偏誤的情形，而在回憶負向事件的情境下，高感恩

性情的人會有更多非自主的正向事件回憶跑出來干擾。然而，此研究仍無法證實感恩與正負向回

憶間的因果關係。後續，Watkins 等人（引自 Watkins & McCurrach, 2016）發現透過實驗操弄進行

感恩回憶或情緒回憶作業，為期一段時間後，兩作業都會增加過往正向記憶的可提取性

（accessibility），但僅有感恩回憶作業能降低負向記憶的可提取性。最後，Watkins 等人（2015）

採實驗法證實：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正向事件，透過感恩式的處理運作，相較於自我優越感的處理

運作，會更加促使過往正向記憶的可提取性，使得個體能更快提取更多的正向記憶。綜合上述研

究，感恩的確能增進過往正向記憶的可提取性，同時降低過往負向記憶的可提取性。 
此外，高感恩性情者也較少對負向記憶進行反芻（Watkins et al., 2008）。另外，相較於低感恩

的人，高感恩的人對於回憶出來的過往正向事件有更正向的情緒評定、對於回憶出來的過往負向

事件也有較不負向的情緒評定，但這樣的現象並未出現在正、負向事件發生當下的情緒感受上

（Watkins et al., 2004），也就是感恩性情似乎對過去的記憶事件具有調節的功能，使得正向事件持

續維持正向，而負向事件則被修復得不那麼負向，且對過往未完成（open）的負向記憶進行感恩

處理會使得負向記憶變得更具封閉性，並降低其不愉悅感及闖入干擾的可能性（Watkins et al., 
2008）。雖然 Watkins 等人（2004）發現的高感恩者回憶形式與感恩處理對過往正負向記憶產生的

作用並不能完全對應前述所提之各項正向生命回憶形式，但也粗略看出其可能含括了正負向比

例、不負向沉浸，甚而負向再處理等形式。而 Watkins 等人（2004）的研究是在實驗情境操弄下，

要求參與者刻意去回憶或進行感恩處理，也許並不等同於日常生活的自發狀況，但本研究者認為

感恩性情應與正向生命回憶有正向的關聯，高感恩者應有較正向的回憶形式，進而中介了感恩性

情對幸福感各成分的影響（見圖 1）。且對比前述感恩情緒中介，正向生命回憶中介應更能對負向

情緒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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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假設與路徑模型 

根據上述文獻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及待檢驗之路徑模型（見圖 1）： 
假設 1：感恩性情對感恩情緒與正向生命回憶均有正向預測效果。 
假設 2：感恩情緒與正向生命回憶對主觀幸福感有正向預測效果，特別是對生活滿意、正向情

緒（感恩情緒對負向情緒的預測較不穩定）。 
假設 3：感恩情緒是感恩性情到主觀幸福感的中介變項，即感恩性情可透過感恩情緒預測幸福

感，特別是生活滿意、正向情緒。 
假設 4：正向生命回憶是感恩性情到主觀幸福感的中介變項，即感恩性情可透過正向生命回憶

預測幸福感。 
 

 

圖 1  概念架構（感恩性情對各項主觀幸福成分之雙元中介模型） 

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為增加參與者的變異情形，以反映老年時期的個別差異，本研究試著透過居住地區、不同老

年階段（高齡者年齡的起始點，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本研究以高齡教育的下限歲數 55 歲作為標

準，如，黃富順，2004；Lamdin & Fugate, 1997）、機構與非機構等多元取樣來達成。本研究回收

問卷共 376 份，刪除遺漏值過多的問卷 21 份，有效問卷共 355 份。參與者為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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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4 歲共 55 人（佔 15.5%）、65-74 歲共 208 人（佔 58.8%）、75 歲以上共 91 人（佔 25.7%）。以

女性居多，共 227 人（佔 63.9%）。多數（257 人，佔 72.39%）係透過機構（如：老人關懷站、松

年大學、宗教團體活動聚會所…等）招募而來。  

二、研究程序與工具 

首先，廣泛聯絡各類型的老年機構，並安排適當時機進行研究說明與施測，同時也透過親友

找尋適合的高齡參與者。不識字或養護機構的高齡者多以個別訪談的方式施測，一般高齡者則以

大團體的方式施測，親友的長者多為個別施測。施測所需時間一般在 30 分鐘內，完成後有小禮物

作為答謝。 
（一）感恩性情量表 

採 McCullough 等人（2002）的感恩量表（Gratitude Questionnaire，簡稱 GQ），測量個體的感

恩傾向，共 6 題，例題如「生命中有太多我覺得要感謝的」。此量表具良好因素結構及區辨效度，

且具跨年齡的不變性（Froh et al., 2011），中文版也具不錯的信效度（Chen, et al., 2009）。本研究對

既有的中文版進行字詞潤飾，讓高齡者更易作答，以 Likert 式 6 點量尺評量（1 = 非常不同意，6 = 
非常同意）。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本量表具單一因素，但「要我說出要感謝什麼人或什麼事，要

花很多時間才想得出來」此一題的因素負荷量不佳，刪除此題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達 .75。

本研究以五題做為感恩性情的觀察變項。 
（二）正／負向生命回憶量表 

以三個量表測量生命回憶之正負向程度，包含了自編和翻譯之量表，皆以 Likert 6 點量尺評定

（1 = 非常不符合，6 = 非常符合）。本研究採這三個量表，做為正向生命回憶之觀察變項。 
1. 正／負向回憶比例量表。自編量表，共 3 題，例題：「當我回憶過去時，我想到的快樂的事

情比難過的事情多」。Cronbach’s α 為 .49。 
2. 正／負向沈浸－對比量表。譯自 Liberman 等人（2009），由四個分量表構成，包括：「正向

沈浸」（3 題），例題如：「當我想起過去那些開心的事，我常會自然地笑起來」；「負向沈浸」（4 題），

例題如：「過去經歷的失敗，到今天依然讓我難受」；「正向對比」（4 題），例題如：「拿過去那些不

開心的事與現在相比，讓我覺得滿足與感恩」；「負向對比」（3 題），例題如：「當我回想起某幾件

過去的開心事，與我現在的情形比較起來，總會讓我有些難過與沮喪」。經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

有兩個主要因素，正向沈浸－對比、負向沈浸－對比，其 Cronbach’s α 分別為 .75、.83，其間的相

關為 -.181。在模式中，本研究將其綜整為單一分數（指標）（正向量表分數減去負向量表分數），

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為 .791。 
3. 負向事件再處理量表。為自編量表，共 3 題，例題如：「回想過去不愉快的事，常能讓我從

中獲得新的啟示」。Cronbach’s α 為 .712。 
（三）生活滿意量表 

採 Diener、Emmons 等人（1985）編製的生活滿意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測量個

體對生活狀態的整體評估結果，共 5 題，例題如，「大致上，我目前的生活算是符合我的理想」，

以 6 點量尺評定（1 = 非常不同意，6 = 非常同意）。根據 Pavot 與 Diener（1993）的整合性回顧

顯示其有良好的信效度，間隔四年的再測信度達 .54，中文版也具有良好心理計量特性（如楊朝鈞、

簡晉龍，2019；簡晉龍等人，2009）。經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為單一因素，Cronbach’α 為 .82。  
（四）正／負向情緒量表 

測量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正、負向情緒，為自編量表。過去常使用僅有高激發情緒

詞彙的正負向情緒（PANA）量表（Watson et al., 1988），並不符合高齡時期之情緒反應與偏好（Diener 
et al., 1985; Mather et al., 2004），特別是華人更偏好低激發的情緒（如，平靜、安寧）（Tsai et al., 
2006）。本研究透過以下程序篩選更適當的情緒評量詞彙：（1）從 Russell（1980）及 Barrett 與 Russell
（1998）（Russell, 1980; Barrett & Russell, 1998）的環複模型中，挑選不同激發狀態的正、負情緒

詞彙（共 49 個），將其翻譯成能易於以台語發音的中文詞彙，以利後續不識字高齡者的施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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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76 名大學生，針對這些情緒詞彙發生時的感受，做激發強度上的判定；（3）針對上述評定結果，

研究者與另一名熟諳台語的臨床心理師，共同找出適用於高齡者且為大眾廣泛使用，具不同價性

與激發狀態組合的六類情緒詞彙（正向／高、中、低激發，例題依序為：有興趣的、滿足的、平

靜的；負向／高、中、低激發，例題依序為：驚慌的、傷心的、孤單的；每類詞彙各 3 個，共 18
個）；（4）計算各類情緒三個詞彙的平均強度，並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除少數例外

（如，負向高、中激發詞彙的強度評定無差異）外，類別間的相對激發強度大致符合環複模型所

標示的，具區辨效度。 
高齡參與者針對各情緒形容詞，以 Likert 4 點量尺指出它在過去三個星期出現的「頻率」（1 =

從未出現，4 = 經常出現）。以「過去三個星期」為評定的時間框架，可避免過長時間框架受語意

記憶「思之理所當然」作答傾向的干擾，較能合理反映高齡者的實際情緒狀態（Robinson & Clore, 
2002a, 2002b）。經探索性因素分析，以主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抽取因素，配合 promax
斜交轉軸，可得正、負向情緒兩因素，可解釋的總變異量達 58.30%。Cronbach’ α 分別為 .919、.885。

此外，陳貽照（2017）研究顯示：其有穩定的信度，正向情緒量表信度 .88 以上，負向情緒量表

信度 .90 以上。在高齡研究中顯示：不同的人口變項（如，宗教信仰、有無子女），及生活變項（如，

主觀經濟安全感、主觀健康、運動情形、生活中發生的負向事件）對正、負向情緒有不同程度的

預測（陳貽照，2012），顯示其具效度。 
（五）感恩情緒量表 

採用同於正、負向情緒的評定方式，評定情緒詞彙為感謝的、感激的、感恩的，為單一因素，

Cronbach’s α 為 .84。以此三題做為感恩情緒之觀察變項。 
（六）控制變項 

過去研究顯示年齡、性別可能會影響幸福感，雖然研究結果並不一致（Diener & Ryan, 2009; 
Hansen & Slagsvold, 2012; Lucas & Gohm, 2000; Okun & Stock, 1987），本研究仍將它們納入作為控

制變項。另外，從心理學的焦點預設上，是將身體健康狀態視為心理狀態展現與感知的基礎，身

體健康狀態是幸福感的基底或前置的條件，因此將「合理的身體健康」、「疾病或失能的低風險」

作為控制變項，以此凸顯正向老化的心理面向，除此之外，上述健康相關變項，也可能也會影響

到幸福感（陸洛、高旭繁，2016；Okun & Stock, 1987），控制它們將會得到更純淨的中介機制。因

之，在後續的模式分析中也將它們作為控制變項，本研究以運動情形及生病次數，分別作為其測

量指標。也就是在模式檢定中，除了將控制年齡與性別等常用的控制變項外，也納入生病次數、

運動情形等變項。所有控制變項均採虛擬編碼，方式如下：（1）年齡：依序分為「55-64 歲」、「65-74
歲」及「75 歲以上」，以 55-64 歲為參照組別，編碼為兩個虛擬變項，包括「55-64 歲」與「65-74
歲」之比較、「55-64 歲」與「75 歲以上」之比較；（2）性別：編碼為一個虛擬變項，男性編為 1，

女性為 0；（3）生病次數：詢問一個月內就診次數，依序為「無」、「少於 3 次」、「3-5 次」、「6-10
次」、「超過 10 次」（後三個選項人數較少，故予以合併為「3 次以上」），以「無」做為參照組別，

編碼為兩個虛擬變項，包括「無」與「少於 3 次」之比較、「無」與「3 次以上」之比較；（4）運

動情形：編碼為一個虛擬變項，符合每週運動至少三次且每次達 30 分鐘以上者編為 1，不符合者

為 0。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對圖 1 的潛在變項路徑模型

進行檢定，統計軟體使用 AMOS 21 版。由於本研究欲探討感恩及其中介機制對不同幸福感成分之

效果，故將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負向情緒視為三個潛在結果變項，進行模式檢定及路徑分析。

由於模型的觀察變項與估計之參數不少，且生活滿意、正向情緒、及負向情緒均符合單向度假設

（即均為單因素），故採用各自的加總分數做為觀察變項，以減少變項與參數數目，而其測量誤差

則分別由其信度（α）估算之（請參考 Matsunaga, 2008）。根據 Kline（2011）的標準，各變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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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項）大致符合常態分配（偏態介於-1.31~2.33 < |3|；峰度介於-1.96~3.42 < |8|），故採最大概

似（maximum likelihood）做為參數估計法。 
在模型評鑑的適配度，參考 Hair 等人（2010）採下列指標做為判斷依據，包括（括號內為理

想值）：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 .92）、Relative Noncentrality Index（RNI > .92）、Root-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 .07）及 Standardized Root-Mean-Square Residual（SRMR 
< .08），並列出卡方值（χ2）做參考。各項參數值與標準誤是否在合理範圍，亦即是否有違犯估計

值（offending estimates），也是模式評鑑的考量，包括：誤差變異數應為正值、標準化係數絕對值

不大於 1、及參數標準誤不能過大。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檢驗兩項中介效果之假設，除了透過 Sobel test 檢定中介效果的顯著性，鑑

於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在檢定中介效果上的優勢（Preacher, 2015），也採拔靴法（重複

取樣 5000 次）計算中介效果的偏差校正（bias-corrected）95%信賴區間（95% CI）。若該信賴區間

未包含 0，表示該項中介效果顯著（Cheung & Lau, 2008）。 
在資料分析前，採「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偵測本研究的共同方法

變異情形，簡述如下：針對所有研究變項之題目一起進行因素分析，在未轉軸的情況下，若分析

結果只得到一個因素（主成分），或雖然得到數個因素但第一個因素占了絕大部分的解釋變異量，

則此時可能有嚴重的共同方法變異（彭台光等人，2006）。本研究對主要變項題項（不包括人口與

控制變項）進行因素分析後，發現在未轉軸之下，共得到超過一個以上的（八個）因素，且第一

個因素的解釋變異量僅為 25.66%，不及總解釋變異量（61.44%）的一半，表示共同方法變異並未

對本研究造成嚴重威脅。 

結果 

以下先呈現主要變項的相關分析，接著，呈現結構方程式模型的統計結果。雖然部分控制變

項有遺漏值，但遺漏的比例很低。以下採 listwise 法處理遺漏值，有效人數為 348 人。 

一、簡單相關分析 

表 1 呈現各主要變項間的簡單相關。首先，感恩性情與感恩情緒有顯著正相關（r = .46, p 
< .001），也與正向生命回憶的三個指標均有顯著正相關，包括：正負向回憶比例（r = .30, p < .001）、

正／負向沈浸－對比（r = .37, p < .001）、負向事件再處理（r = .36, p < .001）。這顯示感恩性情愈

高，感恩情緒也愈高，正向生命回憶也愈多。再者，感恩性情也與主觀幸福感的各成分有顯著正

相關，包括：生活滿意（r = .37, p < .001）、正向情緒（r = .29, p < .001）、負向情緒（r = .12, p = .03）。

這顯示感恩性情愈高，生活滿意愈高、正向情緒愈多、且負向情緒較少。 
此外，感恩情緒和生活滿意及正向情緒均有顯著正相關（r = .47, p < .001; r = .65, p < .001），

但感恩情緒與負向情緒只有不顯著的正相關（r = .07, p = .23）。正向生命回憶的三個指標與生活滿

意、正向情緒及負向情緒幾乎都有顯著正相關（r 介於 .26 至 .50，ps < .001），除負向事件再處理

與負向情緒有不顯著的正相關（r = .06, p = .27）。這顯示，兩項中介機制（感恩情緒、正向生命回

憶）都與幸福感成分有正相關，顯示感恩情緒愈高或正向生命回憶愈多，幸福感也愈高。 
整體而言，簡單相關的結果，大致符合本研究所提之四個假設所預測的結果。然而感恩性情

與負向情緒相關較低（雖然顯著），且兩個中介機制與負向情緒也沒有一致的顯著相關，似乎呼應

了本研究在回顧過去文獻後所主張之觀點：透過感恩（及其衍生的中介變項）可能並不是處理負

向情緒的好切入點，尤其在感恩情緒這部分，這與過去研究發現：感恩情緒與負向情緒關係不穩

定的結果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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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元中介模型檢定 

採用 SEM 檢驗「感恩性情對幸福感之雙元中介模型」（見圖 1），以生活滿意、正向情緒、及

負向情緒為潛在效標，進行整體的模型估計及其路徑係數之檢定（見圖 2 與表 2）。該模式控制了

年齡、性別、生病次數及運動情形等變項。由於人口變項僅做為控制用，並非本研究焦點，故僅

簡單說明其大概結果。 
（一）整體模式品質 

整體而言，研究提出的模型（見圖 2）之模型適配度均符合理想標準，各適配指標數值，如下：

CFI = .94，RNI = .94，RMSEA = .06，SRMR = .04，χ2（113，N = 348）= 256.28（p < .001）。各項

參數估計值及標準誤，各項數值均在合理範圍，未有違犯估計之情形。所有因素負荷量介於 .38 
~ .90 之間，均達顯著 .001 水準；其中，只有一個係數較為偏低（在 .50 以下），即感恩性情的 5
個觀察變項中，其中一項（該觀察變項為反向題）的因素負荷量約 .38（p < .001）。然而，為了能

與過去研究維持一致，本研究仍決定保留該題目。此外，各項解釋殘差與測量誤差均為正值，且

均達顯著水準，未出現不合理數值（如負值）。 
（二）路徑係數檢定 

確立模型整體品質後，接著檢視各條路徑的係數顯著性及方向。首先，檢視控制變項對幾項

幸福感的預測效果，結果發現：相較於「55 至 64 歲」組別，「65 至 74 歲」（β = .21, p < .01）與「75
歲以上」（β = .28, p < .001）均較高的生活滿意；此外，性別對生活滿意有邊緣的正向效果（β = .11, 
p = .051），即男性與女性的生活滿意有邊緣顯著差異，但效果不大。其他控制變項（生病次數、運

動情形）對幸福感各成分均，無顯著的預測效果，緊接著，檢視在控制年齡、性別、生病次數、

運動情形變項後，幾個主要潛在變項間的關係（見圖 2 與表 2）。首先，感恩性情對感恩情緒有顯

著的正向效果（β = .56, p < .001），對正向生命回憶也有正向效果（β = .58, p < .001），支持「假設

1」。再來，感恩情緒對正向情緒（β = .65, p < .001）有正向效果，而正向生命回憶也對生活滿意（β 
= .73, p < .001）、正向情緒（β = .63, p < .001）及負向情緒（β = .89, p < .001）有正向效果，這些均

符合「假設 2」。雖然感恩情緒對生活滿意有正向的路徑係數值（β = .14），並未達到顯著水準（p 
= .10）。此外，簡單相關顯示，感恩情緒與負向情緒無顯著的相關（如表 1），在路徑模型中卻對負

向情緒產生負向效果（β = -.32, p < .01），顯示在控制其他變項的脈絡下，感恩情緒愈多，負向情

緒也愈多。「假設 2」僅獲得部分支持。 

表 1  主要變項之描述統計與簡單相關係數（N = 348） 
變項 1 2 3 4 5 6 7 8 

1. 感恩性情 1.00***        
2. 感恩情緒 .46*** 1.00***       
3. 正負向比例 .30*** .25*** 1.00***      
4. 正負向沈浸 .37*** .36*** .44*** 1.00***     
5. 負向再處理 .36*** .37*** .38*** .29*** 1.00***    
6. 生活滿意 .37*** .47*** .36*** .49*** .39*** 1.00***   
7. 正向情緒 .29*** .65*** .33*** .49*** .45*** .63*** 1.00***  
8. 負向情緒 .12*** .07*** .26*** .50*** .06*** .30*** .26*** 1.00 

平均數 4.73*** 3.14*** 3.85*** 1.29*** 4.23*** 4.34 2.95*** 2.97 
標準差 0.71*** 0.64*** 0.86*** 1.18*** 0.91*** 0.88 0.63*** 0.60 

註：上述各變項之分數均有除以題數，讓分數介於其 Likert 量尺的範圍（如 1~6）之間。正負向比例，

指正／負向回憶比例之分數；正負向沈浸，指正／負向沈浸－對比之分數；負向再處理，指負向事件再

處理之分數。負向情緒採反向計分，愈高分表示愈少有負向情緒。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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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感恩性情對各項主觀幸福成分之雙元中介模型 

註：圖中呈現的所有參數數值均為標準化係數，解釋殘差之間設定共變。簡潔起見，控制變項、觀察變

項及殘差共變等有關參數均省略（詳見附錄），僅在本文內做必要之報告。模型適配度：CFI = .938，RNI 
= .94，RMSEA = .06，SRMR = .04，χ2（113，N = 348）= 256.28。 
*p < .05. **p < .01. ***p < .001. 

 
此外，在模型中，感恩性情分別對幸福感的三成分有不同的直接效果。進一步來說，在控制

兩個中介變項的效果後，感恩性情對生活滿意的效果趨近為零（β = .00, p = .99），對正向情緒有顯

著負向效果（β = -.43, p < .001），對負向情緒有顯著的負向效果（β = -.23, p = .05）。這顯示，感恩

性情對幸福感的機制可能比想像中的還要複雜，尤其是同時考慮到感恩情緒與正向生命回憶時。

整體來說，感恩性情對主觀幸福感帶來正面的效果，但在眾多路徑中，卻也可能隱藏著對幸福的

破壞效果。 

 

 

 

 

感恩性情 

感恩情緒 

生命回憶 

生活滿意 

.56

.47

.34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17 

.51 

.56***

.58***

.14 ns

.73***

.65***

-.43*** 

.63***

-.32**

.89***

.00 n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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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中潛在變項各項效果分解 

潛在預測變項 
潛在效標變項 

中介變項 結果變項 
感恩情緒 生命回憶 生活滿意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感恩性情      
  直接效果 .56*** .58*** .00 -.43*** -.23* 
  間接效果 
（透過感恩情緒） 

－ － .08 .36*** -.18** 

  間接效果 
（透過生命回憶） 

－ － .42*** .37*** .52*** 

  整體效果 .56*** .58*** .50*** .31*** .10 
感恩情緒      
  直接效果 － － .14 .65*** -.32** 
  間接效果 － － － － － 
  整體效果 － － .14 .65*** -.32** 
生命回憶      
  直接效果 － － .73*** .63*** .89*** 
  間接效果 － － － － － 
  整體效果 － － .73*** .63*** .89*** 

註：表中數值為標準化路徑係數。－表示無該項效果。 
*p < .05. **p < .01. ***p < .001. 

 
（三）中介假設檢定 
本研究提出感恩情緒與正向生命回憶兩個中介變項，並提出假設 3 與假設 4 待檢驗（見表 2

之各項效果）。首先，探討感恩性情透過感恩情緒之中介效果。透過 Sobel test 及拔靴法進行中介

效果檢定，可發現：感恩性情可透過感恩情緒預測正向情緒（β = .36, Sobel test: z = 5.88, p < .001；

拔靴法：CI = .19~ .46），但無法透過感恩情緒預測生活滿意（β = .08, Sobel test: z = 1.60, p = .11；

拔靴法：CI = -.05~ .22）。這兩項中介效果檢定顯示，感恩性情透過感恩情緒對正向情緒（而非生

活滿意）有良性的間接作用，「假設 3」獲得部分支持。然而，雖然感恩性情透過感恩情緒對負向

情緒有顯著中介效果（β = -.18, Sobel test: z = -2.88, p < .01；拔靴法：CI = -.27~ -.05），但此負向係

數意味著感恩性情透過感恩情緒中介後，反而有更多負向情緒。此結果需要進一步討論。 
接著，探討感恩性情透過正向生命回憶之中介效果。在 Sobel test 及拔靴法的分析後，可發現：

感恩性情可透過正向生命回憶預測生活滿意（β = .42, Sobel test: z = 4.02, p < .001；拔靴法：CI 
= .25~ .913），可透過正向生命回憶預測正向情緒（β = .37，正向情緒，Sobel test: z = 4.05, p < .001；

拔靴法：CI = .16~ .61），也可透過正向生命回憶預測負向情緒（β = .52, Sobel test: z = 4.09, p < .001；

拔靴法：CI = .23~ .74）。這三項中介效果都顯示感恩性情透過正向生命回憶，對幸福感各成分有正

面的間接作用，支持「假設 4」。 

總結與討論 

一、生病與運動之外：感恩性情對幸福感之提升 

過去常以多面向的成功老化指標作為正向老化的指標，然本研究以心理學關注的、具精簡性

的幸福感代替。認為諸如「合理的身體健康」、「疾病或失能的低風險」等為基本條件，應作為控

制變項使用。本研究主張高齡者所具的正向心理資源－情感性特質（感恩性情）會對高齡者的幸

福感產生明顯的影響，即使在控制人口（年齡、性別）與生活狀況（生病次數、運動情形）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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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變項後，感恩性情仍在幸福感三成分的模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且其會透過情緒（感恩情緒）

或認知（正向生命回憶）中介影響幸福感（參考圖 2）。也就是心理資源對高齡者幸福感扮演一定

的角色，本研究選定的感恩這個心理資源具可塑性（Luthans, Arolio et al., 2007; Luthans, Youssef et 
al., 2007），同時也符合高齡發展的可觸及性，為高齡者經常感受的情緒狀態（Chipperfield et al., 2003; 
Chopik et al., 2019; Kern et al., 2014），這兩項特性使得心理學家可著力改變高齡者的處境，使他們

可以老化得更正向；也就是高齡者可藉由外在或自我引導（有意圖的活動），展現個體的能動性，

投注心力，增加心理資源來改善自己的幸福狀態，使晚年生活變得更好。本研究進一步檢視感恩

性情對幸福感影響的中介機制：「感恩情緒」與「正向生命回憶」。 

二、雙元中介機制之探討  

本研究提出感恩性情可透過情緒與認知兩個截然不同的中介機制來影響幸福感三成分（生活

滿意、正向情緒、負向情緒）。初階相關顯示：感恩性情、兩中介變項及幸福感間的關係大致符合

預期，之後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模式的檢定，結果大致符合假設。 
（一）情緒中介機制：感恩情緒 

感恩情緒可中介正向情緒，無法中介生活滿意，其雖然可中介感恩性情對負向情緒之效果，

其效果卻是負面的（註：負向情緒分數已反向計分，見圖 2）。部分支持研究假設 3，此結果應與

過去感恩與負向情緒間較不穩定的結果有關（如，陳貽照，2017；Froh, Kashdan et al., 2009; Lau & 
Cheng, 2012–2013; Woodward, 2000，引自 Watkins, 2004）。雖然本研究者試圖使用環複模型解釋感

恩情緒與正、負向情緒的關係，然而，本質上感恩情緒的內涵可能更為複雜（即不能簡單地將其

視為單純的正向情緒），使得其與負向情緒的部分較難解釋。過去的環複模型並沒有將具有正向中

度激發的感恩情緒納入其中，可能是感恩情緒具有相當特殊的屬性，如，產生在人際脈絡中，為

特定原因歸因結果的情緒（Weiner, 1985；參考 Emmons & McCullough, 2003），此外，感恩情緒也

被視為是一種道德情緒（McCullough et al., 2001），或許這些特性使得感恩情緒生成的當下，會產

生更複雜的共伴情緒，也就是不僅只有正向情緒，也有負向情緒。如，感恩情緒與負債感

（indebtedness）的構念雖可被明確區分出來，但它可同時存在同一個施益對象上（Watkins et 
al.,2006）。Layous 等人（2017）透過實驗操弄產生感恩情緒的同時，發現：它除了伴隨正向情緒

的提升、與他人的連結感外，也會有負向的情緒產生，如負債感與罪惡感。上述這些現象在日常

生活的複雜情境中，應會更加的凸顯，使得經驗感恩情緒的同時，也會伴隨經驗更多樣化的負向

情緒，這使得當感恩性情透過感恩情緒影響幸福感時，可能也引發更多的負向情緒，使得整體的

負向情緒更高。 
此外，Peterson 與 Seligman（2004）認為感恩性情能增加愉悅的狀態更勝過消減負向情緒，過

去研究主張感恩能對治怨恨與悔恨（Roberts, 2004），本研究者認為感恩能對治這些負向情緒與經

驗，顯然不是透過情緒（感恩情緒）中介，可能是高感恩者對於負向經驗有一些特殊的認知處理

機制所致，如，對負向事件的再處理、感恩負向事件帶給自己的好處等（Watkins et al., 2008）；也

就是說感恩性情可以對記憶內容、回憶形式產生調整的作用，其作用機制類似本研究所提之正向

生命回憶中介機制。 
（二）認知中介機制：正向生命回憶 

正向生命回憶能中介感恩性情對正、負向情緒的影響，也可中介感恩性情對生活滿意的影響，

支持假設 4。此結果證實：感恩性情會透過影響個體對 AM 記憶內容的回憶處理形式，產生正向效

應來提升幸福感。高感恩的高齡者在回憶提取與處理上容易產生正向偏誤，較易回想過去好的生

活事件（正負向比例），對於過去負向的事件也會不斷地再處理，並賦予它正面意義（負向再處理）

（Watkins et al., 2008; Watkins et al., 2004；引自 Watkins & McCurrach, 2016; Watkins et al., 2015），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進一步發現：高感恩的高齡者也會在回憶之中再次去品嚐過去好的生活事件

（正向沉浸），避開沈浸在過去不好的生活事件中（負向沉浸），也會回想過去不好的事件對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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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美好（正向對比），但不會以過去好的事件對比現在不好的處境（負向對比）（Liberman et al., 
2009）。 

Watkins 與 McCurrach（2016）進一步主張感恩性情之所以能對幸福感產生正向效益，主要是

因為感恩能夠產生正向的認知歷程（positive cognitive processes），這些正向的歷程包括正向詮釋外

在模糊事物、讓注意力朝向正向，同時也可影響到本研究所強調的各種記憶提取的方式（正負向

比例、正負向沉浸—對比，及負向再處理）。或許這種較全面的正向認知歷程是促使本研究的正向

生命回憶較感恩情緒中介變項有更大的影響力，能更廣泛中介影響幸福感的各成分。也就是說高

感恩的高齡者在回憶中所經歷的種種作用會直接作用在幸福感上，使得高感恩的高齡者有較多愉

悅的情緒感受，較少不愉快的情緒感受，同時對生活也有較高的滿意度。 
上述所提的感恩性情到幸福感的認知面與情緒面的兩個中介變項（正向生命回憶、感恩情

緒），它們各有不同的中介效果，以不同的機制影響幸福感的各成分。感恩情緒僅能中介正向與負

向情緒（增加正向情緒，同時也增加了負向情緒），無法中介生活滿意；但正向生命回憶則可中介

上述三個成分，使得個體處在更幸福的狀態之中。總結來說，感恩性情可透過兩個截然不同的中

介機制來影響幸福感三成分，其中，又以生命回憶具有較大的正面效果。 
（三）雙元中介後感恩性情對正向情緒弔詭的直接效應 

研究結果也顯示：感恩性情同時透過情緒（感恩性情）與認知（正向生命回憶）中介後，感

恩性情對生活滿意的直接效果趨近為零，對正向情緒有顯著負向效果，對負向情緒有顯著的負向

效果（見圖 2）；也就在考量中介變項後，感恩性情越高低無關個體的生活滿意，但感恩性情越高，

正向情緒越低、負向情緒越高。感恩性情與正、負向情緒的零階相關都為正相關，但經中介後，

兩者皆變成負相關。其中，在正向情緒的部分與過去諸多實證資料相反。研究者認為或許可從兩

個方面共同解釋這樣的研究結果：（1）過去認為感恩（性情）對個體具有正向的適應性，然而近

期的研究則認為感恩也可能具有負向效果，當感恩用在錯誤的地方，如，受家暴的婦女常有感恩

加害者、奴隸感恩奴役者的現象。或許高齡者在面對晚年生活時，有許多狀況大大超出自我所能

控制範圍，此可能會引發感恩誤用的情形（Wood et al., 2016）；（2）另從前述感恩情緒生成的同時

有可能伴隨負向情緒的產生，也可回推感恩性情或許也包含一些負向的成分在內。然而這樣的結

果在一般狀態下應該不會出現，可能在老年時期，同時透過較全面性（如，同時考慮情緒與認知）

的中介後，感恩性情中的負向成分才會產生作用；也就是高齡者因生命有限性，所產生的正向效

應（positivity effect）（Carstensen, 1992, 2006; Reed & Carstensen, 2012），擴增了兩中介機制的作用，

使得感恩性情中正向成分大量流向兩中介機制，而不常被發現的負向成分則被篩出來，引發負向

作用，使得高齡者經驗較少的正向情緒，較多的負向情緒。 

三、延伸應用：規劃更適切的高齡心理資源介入方案 

本研究站在高齡時期的特性，以具可塑性、可觸及性的心理資源—感恩性情，及人生回顧統

整的發展任務之生命回憶為切入點，使其具有實務運用的價值，根據本研究結果，可設計更細緻、

更適合促使高齡者正向老化、提升幸福感（各成分）的介入方案，也就是可透過培養感恩性情與

正向生命回憶來提升高齡者的幸福感。 
目前僅有少數的感恩介入（感恩練習）方案運用在提升高齡者的福祉上，如，Killen 與 Macaskill

（2015）、李新民（2016）、陳貽照（2017），上述三個研究運用的中介機制較與感恩情緒有關，其

中僅陳貽照的研究，考量高齡者之發展特性（如，高齡者偏好正向情緒，其情境記憶內容缺乏感

官、情緒線索等），改變過去常用表列感恩事件的方式，採「再經驗」感恩練習讓高齡者可更身歷

其境、重新經驗感受事件當下的感恩情緒，成功地提升高齡者的幸福感（正向情緒），並驗證感恩

情緒的生成是必要的中介機制。本研究認為在提升高齡福祉的方案設計上，除考量感恩的基本特

性與原理外，更應符合高齡發展的特性，方能達事半功倍之效益，期待有志之士，發揮創意，創

造出適合高齡者的感恩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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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齡諮商治療領域已大量使用生命回憶介入方案，然而，過去研究對生命回憶介入效果產

生的機制仍然不清楚（Bluck & Levine, 1998），本研究從 AM、回憶處理運作的可改變性，解析其

中更細緻的運作機制（包括：正／負向回憶比例，正負向沉浸—對比，負向再處理等），這些機制

都相當具體，不似人生回顧那麼籠統，都可輕鬆、彈性運用來做方案設計，比如說，訓練高齡者

按生命各時期在 AM 中，提取不同時期的正向記憶，以之來進行沉浸作用，或提取不同時期的負

向記憶，並對其進行轉化處理，使其產生正向效用，這些訓練可以個人單獨進行，或透過相互分

享的方式進行（如，講故事），這些方式都吻合 Gergen 與 Gergen（2010）創造正向回憶的主張與

作法。 
面對急速增加的龐大高齡人口，政府已極力建置在地老化的社區化照顧體系，如：老人關懷

站，另也針對需長期照顧的長者設立長照機構、巷弄長照站等。目前這些體系的服務量能仍是杯

水車薪，品質也有待強化。政府在長照體系建置的同時，亦反思到讓老年人延緩老化或許才是根

本之道，因此，目前更重視前端預防老化。預防老化若以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就是促進正向老化，

本研究所揭示：符合高齡發展階段之可觸及性、可塑性的心理資源－感恩性情與攸關生命統整的

正向生命回憶運作，能促成正向老化，讓高齡者更幸福，便符合政府的政策走向。不論在任何上

述的老年機構中，都可以輕易簡便的落實感恩與正向生命回憶的介入方案，透過經常性的演練後，

自然而然就可提升這兩方面的心理資源，讓高齡者更幸福，更正向老化。 

四、研究貢獻、限制及未來研究 

本研究從高齡發展可觸及性、可塑性的心理資源出發，從正向心理學趨勢中汲取感恩性情，

結合並簡化傳統 Erikson（1963）人生回顧的心理機制，探詢它們與幸福感（各成分）的關係，並

找到情緒與認知各具特色的中介機制，此可作為未來創發更有效高齡介入方案的設計原理。然而

本研究仍有一些待解決的問題： 
（一）高齡者界定及代表性的問題 

本研究的高齡者樣本之起始年齡為 55 歲，為一般高齡或老人教育的最低起始年齡，此不同於

以往以退休年齡（65 歲）為起點的做法，此種年紀較輕之高齡者樣本選擇讓本研究結果可外推至

更廣的年齡族群，增加其應用性，但仍需注意此與一般常用之高齡界定有所不同。此外，雖然本

研究試圖透過樣本選擇的標準，來增加樣本的變異性，然而本研究的樣本仍無法完全代表母群，

雖然心理學所在意之內在機制，應是一種普遍性之內在機制，不受樣本的影響，但未來仍可再透

過各種不同特性之樣本來重複檢驗本研究所得中介機制的穩定性。 
（二）施測方式不一 

本研究參與者為高齡長者，為了擴大高齡者的變異性，本研究盡可能利用各個管道邀請高齡

者參與本研究，為了配合不同管道來源的高齡者，本研究的施測方式有大團體與個別施測兩種。

針對不識字或養護機構的高齡者多以個別訪談的方式施測，一般高齡者則以大團體的方式施測，

親友的長者多為個別施測。以上方式雖然可以搜集到較廣泛高齡者的資料，但同時也因為採用不

同施測方法，可能會造成方法上的問題，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三）正／負向生命回憶量表信、效度問題 

本研究自編與翻譯之回憶形式各分量表，目前之信、效度資料仍有所不足，應對其進行再測

信度、因素結構等更縝密的研究，從而了解各成分間的區辨效度。 
（四）再思量主觀幸福應視為三成分或整體 

本研究將主觀幸福感拆成三個獨立的依變項，此作法可更細緻了解感恩與中介機制對幸福感

各成分的作用，其優點使本研究更具實務價值，然此作法的缺點是沒有將幸福感加總成單一分數，

故無法完整評估高齡者整體的幸福狀態，此也導致無法了解感恩及其中介變項對整體主觀幸福感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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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釐清感恩性情與感恩情緒的負向作用 
在本研究中，意外發現了感恩情緒生成的同時會產生更多負向情緒，且在雙元中介後感恩性

情對幸福感產生負向作用，雖然在文中有對其進行可能的解釋，然而這些現象的產生是目前感恩

研究領域正在反思的感恩可能有的負向作用，抑或是感恩隨者年齡發展到高齡時期會產生的特有

現象，有待進一步研究。 

後記 

面對台灣持續惡化的高齡化情形，心理學家應更積極面對社會，協助解決這個重大的社會問

題，本研究從心理學的個人視角，探究符合高齡發展、具可變動性與可塑性的心理資源（感恩性

情）與正向生命回憶是如何影響幸福感。研究證實：在控制人口與健康狀況等變項後，感恩性情

對對高齡者幸福感的影響，可透過情緒（感恩性情）與認知（正向生命回憶）兩中介機制影響高

齡者的幸福感。雖然目前已有一些讓高齡者更正向老化的介入方案，然而這些介入方案，並未深

入探究其內在機制，本研究所揭示的這些結果將可進一步運用在高齡者的幸福感提升方案中，透

過更細緻、適當介入方案的設計，將其運用在各類老人機構的活動與課程中，讓高齡者透過自身

的力量，更積極地進行有目的的作為來讓自己更幸福，以減輕國家社會的財政負擔及家庭子女的

負擔。最後，希望有為的心理學研究者，更努力去探究、尋找適用於高齡階段的心理資源，並探

討其與正向老化間的關係，進而開發適用於高齡者的介入方案，讓高齡者透過自我培力的方式，

老化得更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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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3  各觀察變項未標準化與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 值 
感恩性情 題項 1 － － － 

 題項 2 1.16（.71） 0.09 13.04*** 
 題項 3 0.70（.38） 0.11  6.65*** 
 題項 4 0.85（.66） 0.07 12.04*** 
 題項 6 0.71（.63） 0.06 11.35*** 

感恩情緒 題項 1 － － － 
 題項 2 1.17（.90） 0.07 16.13*** 
 題項 3 0.93（.74） 0.07 13.41*** 

生命回憶 正負向比例 － － － 
 正負向沉浸 1.78（.73） 0.19  9.56*** 
 負向再處理 0196（.51） 0.13  7.59*** 

註：－表示該觀察變項之負荷量因量尺化而設定為 1，為固定參數，無須估計。（ ）內為標準化的因

素負荷量。 

表 4  觀察變項之測量誤差變異數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誤差變異數 標準誤 t 值 
感恩性情 題項 1 0.38（.34） 0.03 11.60*** 

 題項 2 0.44（.49） 0.04 11.27*** 
 題項 3 1.40（.86） 0.11 12.77*** 
 題項 4 0.62（.56） 0.06 10.62*** 
 題項 6 0.25（.61） 0.03 08.42*** 

感恩情緒 題項 1 0.26（.45） 0.02 11.17*** 
 題項 2 0.10（.19） 0.02 06.33*** 
 題項 3 0.23（.46） 0.02 11.25*** 

生命回憶 正負向比例 0.61（.69） 0.05 12.23*** 
 正負向沉浸 0.66（.47） 0.07 09.30*** 
 負向再處理 0.50（.74） 0.04 11.89*** 

註：（ ）內為誤差變異數的標準化解。 

表 5  變項殘差之相關 

 感恩情緒 生命回憶 生活滿意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感恩情緒 （.56***）     
生命回憶 （.30***） （.47***）    
生活滿意 － － （.34***）   
正向情緒 － － （.46***） （.17***）  
負向情緒 － － （-.04***） （-.18***） （.51***） 

註：－表示該參數未估計。（ ）內為殘差變異數（標準化值）。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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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gratitude” not only possesses plasticity, but is also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n elderl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ratitude” of elders an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robed into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m. Although aging is an inevitable part of 

life, elders are faced with many losses and restrictions that make elderly life difficult. Therefore, how to enable elders to “age 

positively” has become an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for many scholars. In the past, multi-faceted successful aging indicators 

have often been adopted to reflect positive aging. However, this study used streamlined wellbeing of concern in psychology 

instead and employed basic conditions such as “reasonable physical health”, “low-risk disease or disability”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This study that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 (gratitude disposition),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resource elders possess, 

produce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wellbeing of elders. Even behind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controlled population (age, 

gender) and living status (frequency of falling into illness, exercise status), gratitude disposition still plays an influential role 

on the three constituents of wellbeing. Additionally, gratitude disposition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gratitude disposition on the 

constituents of wellbeing through emotion (gratitude emotion) or cognition (positive life memory). In other words,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play a certain role on the wellbeing of elders. This study especially selected gratitude because it is a 

psychological resource with plastic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in line with reachability in elderly development and is an 

emotional state often experienced by elders.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enable psychologists to focus on changing the situation 

of elders in order for them to age more positive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ques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some life status variables 

that change with aging (frequency of falling into illness, exercise status), the gratitude disposition of elders still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hree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components (including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Besides,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the effects of gratitude disposition on the three SWB components are 

mediated by the grateful emotion under the emotional aspect and the life reminiscence under the cognitive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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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of 335 elders aged above 55 in Taiwa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contents include grateful disposition scale, positive/negative life reminiscence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positive/negative emotion scale, grateful emotion scale, and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age, gender, frequency of falling into 

illness, exercise status et al. The above scales were mainly designed with the self-report measurement method. They were 

evaluated by the Likert 4 or 6-point scale and adjusted to suit the elderly. Please ask the elderly to circle the appropriate 

answ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condition. Initially,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the main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Subsequentl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as adopted to examine the “dual mediating model of 

the elderly’s gratitude deposi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o test the overall model fit and the path coefficients. The Sobel 

test was used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and the bootstrapping method was also used to compute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mediating effects. In the model, with grateful deposition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grateful emotion and life reminiscence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emotions as the criterion variables,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gratitude disposition can affect the three constituents of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through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mediating variables, 

namely, emotion and cognition.  

The ini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rrelations among gratitude disposition,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wellbeing generally support our predictions. Through the SEM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has an 

adequate model fit, CFI = .94, RNI = .94, RMSEA = .06, SRMR = .04, χ2(113) = 256.281 (p < .001), and has no offending 

estimat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age, gender, frequency of falling into illness, and exercise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1) gratitude disposi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gratitude emotion and positive life reminiscence; (2) 

gratitude emo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ositive emotion, but it also produces negative emotion; (3) positive life 

reminisc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 and it also reduces negative emotion; (4) gratitude 

emotion can mediate the effects of gratitude disposition on positive emo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5) positive life 

reminiscence can mediate the effects of gratitude disposi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 emo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In summary, gratitude disposition can affect the three constitue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wo different mediating 

mechanisms, namely, the life reminiscence under the cognitive aspect and gratitude emotion under the emotional aspect. In 

particular, life reminiscence produces greater positive effects. Compared to life memory, gratitude emotion not only produces 

weaker effects, but it also possibly brings about negative emotions. Therefore, compared to gratitude emotion, life 

reminiscence seems to be a more important mechanism contributing to the wellbeing of elders. 

In the face of the rapidly increasing elderly popul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vigorously set up local aging community-based 

care systems, such as elderly care stations. In addition, targeting elders requiring long-term care,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lane/alley long-term care stations, and so on have been set up. At present, the service momentum of these systems is a totally 

inadequate measure, and the quality demands strengthening. While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s are being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it is also reflected that delaying elderly aging is perhap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Hence, a greater emphasis is 

given to front-end aging prevention. From a more positive perspective, aging prevention is about promoting positive aging.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gratitude disposition” and “positive life reminiscence operations” 

concerning life integration that meet the reachability and plasticity of the aging development stage can promote positive 

aging and make elders happier, which are said to be in line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cy direction. 

In any of the above-mentioned elderly institutions, gratitude and positive life reminiscence intervention programs can be 

easily and conveniently implemented. Through frequent practice, the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se two aspects can 

naturally be enhanced, making elders happier and age more positively. Although there are already some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at enable elders to age more positively, these intervention programs have not explor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高齡者感恩 111 

The result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can be further applied in programs intended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elders. With a 

more refined and mor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program design, it can be applied in various elderly institution activities and 

courses, enabling elders to more positively take purposeful actions on their own to make themselves happier and lessen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the nation and society and the load on the children. 

Finally, this study incidentally found the part where gratitude disposi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such as 

gratitude disposition in the model directly and negative affect positive emotions). This study especially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on this part.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feasible programs were put 

forward, hoping that the solution formulated can serve as a stimulus for more psychologists to make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aging society. 

Keywords: aging, gratitude disposition, positive reminiscence,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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